栏目名称：时政好文分享
[bookmark: _GoBack]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
原创 常纪文 中国经济时报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描述、解释、评价中国生态环境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法治现象、法治规律的一门法学科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我国正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有必要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态环境法治的伟大实践，发展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环境法和法学。　　   
一、发展调整领域独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领域法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的知识体系之所以具有相对独立性，主要是其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在不断发展中，其思想基础、理论基础、措施方法体系随着基本国情的不断变化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在传统部门法基础上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法治的相对独特性。　　
在价值追求方面，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把促进可持续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环境法律立法目的和具体内容的设计，开始全面体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价值理念，体现协同推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开始追求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而且这些价值理念还进入刑法、民法、诉讼法等相关部门法律，体现部门法和领域法的融合性或者协同性。　　
在规范领域方面，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后，生态环境法的体系化建设主要围绕生态保护、资源节约与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碳、绿色发展五个领域，针对生态环境要素保障、行为规范、区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及绿色发展开展制定或者修改。这类立法与安全生产、知识产权保护、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专门立法一样，具有规范领域的相对独立性。　　
在基础规则方面，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强调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体现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工作的主体性及环境保护工作的从属性。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确立“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后，中国进入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绿色发展时代。进入“十四五”时期后，我国一些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尤其是污染防治领域的专门法律和区域流域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在制定或者修订时，开始进行绿色、循环、低碳法律规则体系的协同设计和集成创新，体现法律规则的相关性、法律行为的协同性和立法目标的一致性。　　
在调整方法方面，生态环境法体现了相对独特的技术创新性。比如在环境污染损害侵权民事责任方面，除了坚持传统部门法规定的归责规则外，我国生态环境法建立了无过错责任、被告对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果关系间接反证等特殊的规则。这些相对独特的法律规则，是在公平、正义等法的基础规则派生或者根据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创制出来的。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的相对独立创新和发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的相对独立创新和发展为前提条件的。　　
在监管体制及相应的法律机制方面，鉴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严峻性和绿色发展任务的艰巨性，基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及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这两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基础理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在一些公共安全领域创新地实施了地方党委的领导机制和责任机制。这些体制机制改革实施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在法律责任及相应的实现机制方面，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基于环境污染问题发生的工业化时代背景和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特殊措施需求，并未纠结于如何实施过错责任、谁主张谁举证、因果关系直接证明等传统部门法派生的民事法律规则，而是回到公平、正义等基础性法律规则，派生出无过错责任、被告对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果关系间接反证等特殊的法律规则。　　在司法监督及相应的实现机制方面，2014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创新性地设立了环境民事公益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等新制度，即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与法律授权的机关有权针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有权针对行政机关的一些行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全方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基于生态环境法的上述独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目前已被法学界和实务界广泛认为是一门独立于其他领域法的专门领域法。这种相对独立性可以归纳为价值理念追求的独立性、法律规范领域的独立性和法律调整方法的技术独特性三个方面。建议接受部门法和领域法并存的现实，将现有法律划分为基础性调整方法性法律和具体领域的法律两大类，不要再纠结生态环境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生态环境法作为具体领域的法律，并不妨碍生态环境法典得到高质量的编纂。　　
二、发展知识体系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　　
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有必要基于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实践，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等为指导，在参考和借鉴世界生态环境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自主的生态环境法学知识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的逐步成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如影随形。改革开放之初，生态环境法体系得到初步建立，但是生态环境法律和生态环境法学研究总体处于模仿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9年制定了正式的环境保护综合性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随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和1993年将“国家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宪法，我国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2014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我国以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的生态环境法和生态环境法学，进入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大提升、大创新和大发展时期，一些法律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得到制定，一些法律因响应生态文明的要求得到修改。更重要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在生态保护、自然资源节约与保护、污染防治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化石能源消耗比重大的基本国情开展节能减碳领域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建设，实现绿色、循环、低碳法律规则调整的协同化。　　总的来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的创新和发展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展示了自己独特的核心理念、基本范畴、基本立场和方法论，构建了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以解决现实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自己的时代使命。　　
与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环境法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知识体系在保持开放性的同时，具有自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法治价值观方面，我国生态环境法学始终坚持生态环境法治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用法治维护社会的生态环境公平正义。二是在法治道路方面，我国生态环境法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治的领导，坚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轨道上推进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坚持在党和国家阶段性改革中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三是在法治方法论方面，我国生态环境法学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衔接协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协同配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一体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立足中国的基础和条件采用中国式思维和方法解决中国各阶段现实的生态环境保护及绿色发展问题。四是在法治体系方面，我国生态环境法学坚持建设完备的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生态环境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生态环境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生态环境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体系。基于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集大成者的生态环境法典在编纂时，无论是立法目的的设计、治理策略的表述、基本原则的明确，还是体制、制度、机制体系的构建，都应当体现上述自主性。　　
三、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具有科学的思想基础、坚实的理论基础，还有丰富的实践基础。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派生出来的理论基础体系，其实践基础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的形成虽然参考和借鉴了人类生态环境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继承和发展了中华生态环境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优秀思想，但它的发展立足于并且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治实践，它的未来发展还得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治实践需求。总的来看，无论是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的构建，还是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的构建，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的创新、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目前生态环境法典正在编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深化创新、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学基础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体系建设不断健全，为生态环境国家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周密的理论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建设知识体系自主的生态环境法学，其时代使命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需求，克服不足、补齐短板，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生态环境法基础理论体系，为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的衔接、协调和相互支持，实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在生态环境法治领域的有机结合提供理论指导；为不断推进资源环境要素保障和流域区域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的协同增效，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资源节约、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碳、绿色发展法律规则的集成创新和协同增效，不断提升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共进的法治能力，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一体化水平提供方法指南；为有序拓展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适时授权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资格、有效发挥社会治理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生态环境公平正义提供学术支撑。
